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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调解是行政职能活动下的纠纷化解制度，其权威性、专业性、灵活性的制度优势能够促进纠纷源头

预防与化解，实现诉源治理效能。而制度的法律效力是其优势充分发挥的体现，也是其发展的关键。囿

于当下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尚且缺乏实现定纷止争的基础性效力以及实质性化解的保障性效力。对此，本

文从确定力、约束力、强制执行力的层面审视在民事争议中我国行政调解效力的发展现状，进而提出明

确行政调解的确定力，加重当事人履行协议的约束力，强化行政机关督促实质性解决纠纷的义务，以当

事人申请与司法审查相结合作为强制执行力的生效条件，以此充分发挥制度的治理活力，提高诉源治理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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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is a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activi-
ties. Its authoritative, professional and flexibl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can promote the pr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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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resolution of the source of disputes and achie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urce of litiga-
tion governance. The legal effect of the system is the embodiment of its advantages and the key to 
its development. Limited by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in China,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basic effectiveness to settle disputes and safeguard effectiveness to resolve substantive 
dispute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d-
ministrative mediation in civil disp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rtainty, binding force and en-
forcement force, and then proposes to clarify the certainty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increase 
the binding force of the parties to perform the agreement, strengthen the obligation of the admin-
istrative organ to urge the substan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nd tak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ar-
ties’ application and judicial review as the effective condition of enforcement force,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overnance vitality of the system,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ource of litiga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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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中提到：“完善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加强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工作，发挥行政机关化解纠

纷的‘分流阀’作用。”其中，行政调解作为行政机关主持下的治理手段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立足于

行政管理职能又体现一定的专业性。在高度发达的法制化现代社会背景下形成一种“许多纠纷不能都由

审判处理却又期待着审判式处理”的社会心理[1]，而行政调解的权威性与专业性优势正好能够满足审判

式处理的社会治理需求。然而同作为“大调解”机制下等驾齐驱的三辆马车，人民调解、司法调解早已

得到了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反观行政调解尚未出台专门立法性文件为其发展保驾护航，使得其一直处

于“大调解”机制中的短板地位。近年来，“诉源治理”一词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其继承了“枫

桥经验”中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的解纷思路，坚持非诉治理手段的优先，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

拓展社会纠纷治理的预防思路。其前端实质性预防与化解纠纷的治理理念，一方面能够缓和矛盾纠纷的

激烈演化，实现人际关系的有效修复，维护社会秩序的长足稳定；另一方面与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矛盾

纠纷解决机制中“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决议相契合，成为创新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实践。行

政调解作为前端治理手段能够促进矛盾纠纷的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实现源头治理，其自然成为诉源治

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此时，诉源治理理论的兴起有助于充分审视现行行政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为其重新赋能。其中，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是保障其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与关键。对此，本文立足于诉

源治理的研究视角以当下我国行政调解效力为切入，审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待成为推

动行政调解制度建设发展的重要一步。 

2. 行政调解效力的立法现状 

行政调解的效力是指行政调解所能达到的对各方主体的法律约束力。基于公权力的主体身份，其制

度的运行要有明确的规定，效力的发挥同样需要明确的制度保障。在此，从中央、地方两个层面对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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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效力进行切入。 

2.1. 国家层面的无法可依 

目前，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相关规定在国家立法层面均为笼统的出现在各大单行性立法文件之中，

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程序性的规定动作。其中能够体现行政调解效力的表述“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

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1 该条表明经行政机关调解达成的调解协

议，若当事人不履行的可以向法院起诉。但是对于应该以何种标的向法院起诉尚且存疑。从其文义解读

中，允许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自然意味着争议标的性质为民事纠纷。一方面，在民事争议中进行的行

政调解其所针对的争议就是民事纠纷，将其称为原纠纷[2]。学界上倾向于将原纠纷作为起诉标的。而另

一方面，行政调解本身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3]，由此基于行政调解协议产生的争议，自然也应该

纳入民事纠纷的范畴，将其称为衍纠纷。如果当事人诉讼标的指向的是原纠纷，则意味行政调解对当事

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反之指向衍纠纷，又体现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

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可以感受到行政调

解效力的影子，但其同样未能解决诉讼标的指向不明的问题。2 该《意见》第 8 条肯定了当事人以原纠纷

提起的民事诉讼，还肯定了行政调解协议具有的民事合同性质，而第 20 条“当事人请求履行调解协议、

请求变更、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肯定了当事人

可以就行政调解协议本身的争议提起诉讼。即使确认行政调解协议作为一种民事合同存在，但既允许当

事人再次以原纠纷提起诉讼，又允许其以衍纠纷起诉，前者标的指向会直接否定后者的效力，从而削弱

行政调解制度的功能。此外，对于履行约束力的规定，也仅是简单的表述为当事人具有应当履行的义务，

而这种义务在《意见》中规定只有当事人双方共同就调解协议向法院提出司法确认并经过审查确认后，

才能产生强制执行的效果。 
综上，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文件上，对于行政调解的效力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甚至陷入一种“行

政调解无效力”的说法[4]，即使《意见》肯定行政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该性质对于当事人来

说最直接的效力仅为自觉履行，而强制执行效力的获得必须与其他制度相衔接，并且该《意见》也仅仅

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一种指导性文件，不具有强制遵循的效力。 

2.2. 地方层面的积极探索 

国家层面的立法缺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制度的发展，地方层面不得不积极进行立法探索，发挥

其地方智慧以完善地方行政调解制度的发展。立足于行政调解效力的地方性研究，对我国地方行政调解

效力的规定作出以下三种概括。 
1) 关于行政调解生效的规定。行政调解何时生效是研究其效力为何的前提。多数地方普遍将其效力

始于各方当事人认可并签字或盖章即对调解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而部分地区，例如《福建省多元化解纠

纷条例》3 规定，在调解组织下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在规定时限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自

 

 

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4 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 
2《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 8 条“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

作的调解、裁决或者其他处理，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就原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行政机关依法

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

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福建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经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组织可以对无争议事项作书面记载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

可以对达成共识的主要争议事项提出调解方案，书面送达当事人，同时告知提出异议的方式、期限和法律后果。当事人在规定时

限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提出异议的，视为调解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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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成达调解协议。该条体现行政调解协议的生效要经过一定的异议期，并以当事人未在期内提出异议作

为其成立要件。 
2) 关于行政调解直接性效力的规定。目前尚未出现对行政调解效力作直接性和赋予性的区分。笔者

认为，行政调解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只有明确区分制度本身所能直接产生的效力，才能充分研究制度

功效。进而，本文将行政调解独立于其他制度下所能产生的效力，称其为直接性效力。在直接性效力的

规范文件中，行政调解主要对两部分主体产生约束力。其一，对纠纷当事人的效力。当事人应按照调解

协议履行义务，但其义务在法律上具有何种程度的约束，在各地方立法上仍然存在诉讼标的指向不一的

问题。例如，《贵港市行政调解规定》中规定“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行政调解协议”，该规定

体现了行政调解协议的民事合同效力[5]。莫于川学者认为，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

约责任，对方不承担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调解工作

的实施意见》则规定“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应就原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地方智慧仍未

解决诉讼标的究竟为何的问题。其二，对行政机关的效力。行政机关对于纠纷的化解起到关键的推动作

用，其推动力不仅体现在对行政调解程序的主持，还体现为对当事人实质性化解纠纷的督促，而这种督

促正是行政调解制度对行政机关履行调解职能的约束表现。在地方性立法中对此表现了两种不同程度的

约束，一种表现为行政机关可以对当事人履行行政调解协议情况进行回访，督促当事人积极履行。而另

一种则表现为应当，将其视为一种义务性规定，行政机关应及时对各方履行调解协议情况进行回访、督

促履行、巩固调解成果，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 
3) 关于行政调解赋予性效力的规定。赋予性效力是指行政调解制度本身不直接具有，当与其他制度

相衔接时被赋予的效力。其赋予性效力的获得主要衔接四种制度：司法确认、支付令、公证、仲裁。该

效力的形成过程主要表现为：双方当事人事先就行政调解协议达成一致，其后就协议共同向人民法院、

公证机构、仲裁机构提出申请，经相关机构审查确认后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文书。在一方当事人逾

期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从制度设计的目的可以看出，

所有衔接程序的设置均指向为对强制执行效力的赋予。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强制执行效力来源于特定机

构确认后出具的文书，行政调解协议只是作为文书中的内容而存在。 

3. 行政调解效力的功能障碍 

行政调解所具有的权威性、专业性、灵活性优势必然会促使其成为诉源治理中的重要手段。而在当

前立法语境下，这种治理手段能否充分发挥诉源治理功效，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实现矛盾纠纷的前端治

理。作为解纷手段，最充分的效力应表现为：其解纷方案对化解纠纷具有确定效力能够成为当事人行动

的依据，并且不遵守协议的一方需承担明确的、具有强制性保障的法律后果，从强度上法律效力依次递

进为确定力、约束力、强制执行力。对此，从上述三层效力出发对我国行政调解效力的现状进行审视与

反思。 
1) 从确定力的层次。确定力是指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受到调解内容的拘束而不得在调解协议

被依法宣告无效或者撤销前就原纠纷再事争议的法律效力[6]，这种确定力强调的是禁止随意再事争议。

在我国现行规范性文件中，既存在可以就原纠纷起诉的权利，又允许针对行政调解协议本身的争议起诉。

笔者认为，行政调解是为了化解原纠纷而作出的解决方案，该方案的达成在于消除原纠纷存在的矛盾实

现定纷止争。倘若在达成行政调解协议的情况下，再允许当事人就原纠纷提起诉讼，又没有明确赋予行

政调解的地位与效力，这样的立法现状透露出对行政调解确定效力的否定，自然也就削减了行政调解的

约束效力。对此，在行政调解制度确定力形成后，应当统一、明确的将行政调解协议作为诉讼标的的唯

一指向，禁止就原纠纷再事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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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约束力的层次。行政调解对当事人应当履行协议的约束力仅来源于当事人的自觉。尽管学界上

认为在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可以以请求对方当事人支付违约金的方式看成是其自觉履行下的负担性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约束履行的作用。但该约束力的形成要以存在事先约定的“违约金”为前提，并

且仅仅是在一方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非违约方还需要重新开启诉讼程序才能实质性化解纠纷，这种解

纷程序的二次启动不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同时还体现出行政调解效力不足的功能障碍。此外，对当

事人履行协议的自觉要求透露出调解机关在协议达成后的事先离场，虽然有部分地区要求调解机关应当

继续跟进履行的情况，但该应当性义务没有明确的责任后果，也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对于不履行协议

的当事人，即使行政机关履行了督促义务，也难以起到强制督促的效果，其自然选择尽快脱离其中以免

遭致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为了避免麻烦，混淆与人民调解之间的界限。由于人民调解的效力已有明确的

规定，同时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范围重合，进而使得一些行政调解往往借助“大调解”之势从人民调

解寻找出口，将本来应该由行政机关调解达成的协议转换成人民调解协议，使行政调解通过人民调解的

形式达到自身的合法化[7]。 
3) 从强制执行力的层次。在制度衔接的程序中，强制力的启动需要以双方当事人共同提出申请为前

提，一旦双方不能达成共同申请的意愿，意味着在前端治理程序中行政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效力丧失。

同时反映了对行政调解结果的二次确认，这种二次确认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行政机关在调解中的

作用，降低纠纷前端化解的效率。在衔接司法确认程序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有效时应该出

具何种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存在不同的规定，前者出具确定决定书，后者出具裁定，两者

最大的区别在于强制执行生效的起点不同。前者体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确认决定后 4，而后者至少在当

事人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之后 5。对于经审查符合条件的行政调解协议，纠纷当事人对其中的解决方案

已经充分知晓，倘若以当事人收到法律文书后而不是法院作出后作为强制执行申请的起点，从我国目前

文书送达的情况来看，这样的规定会影响解纷的效率。在制度衔接的对象上，法院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

一道关卡，行政调解与司法衔接并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同

时充分权利救济的可能性。而公证、仲裁作为一种准司法机构，其权威性必然弱于作为我国执法机关的

行政机构并且行政调解的过程还会涉及行政管理中专业性问题，由公证、仲裁机构去审查一个比其更权

威、更专业的论断显然存在不合理之处。 
行政调解作为政府主导下的解纷渠道能够增强行政机关在治理中的责任意识，疏通当下政治解纷渠

道的堵塞，其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还能实现贵在“预防”、情在“为民”、实在“息事”、功在“解纷”

的诉源治理功效。然而，在当下行政调解效力的立法语境中，因诉讼标的指向存疑导致其实现定纷止争

基础的确定力模糊不清；以当事人自觉性履行为基础的约束力成为法律对公民善良道德的“自负”期待，

难以保障纠纷的一次性化解；以当事人自觉申请为前提的赋予性强制执行力难以彰显行政机关在纠纷化

解中的公信力，甚至减缓纠纷化解的效率。可见，我国行政调解的效力存在一定的功能障碍，这种障碍

的存在影响了行政调解制度的发展并且阻碍当下诉源治理功效的实现。 

4. 优化行政调解效力的建议 

对症下药是解决问题的突破也是关键。在多元化纠纷解纷机制深化的背景下，纠纷解决机制演化为

解纷消费产品，其性价比成为当事人选择产品的重要考虑因素，而解纷产品效力的发挥是反映该产品性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确认决定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

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二条：“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调解协议、准许实

现担保物权的裁定，当事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

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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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比最直接的表现。贯彻诉源治理的研究视角，以前端实质性化解矛盾为治理目的，针对行政调解制度

效力中确定力、约束力、强制执行力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进而提高产品质量，促进诉源治理功效的充

分发挥。 

4.1. 设置异议期——明确行政调解的确定力 

行政调解协议达成并经各方签字后即可生效，以其生效后一段时间作为异议期。有学者提出异议期

的经过应该作为行政调解的生效要件，而从民事性质的角度，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愿就能够促使其意思

表示成立与生效，行政调解协议作为当事人自由意愿的产物，自然也无需再依附外在条件的存在而生效，

异议期应当作为行政调解确定力形成的基础。在异议期内，若当事人以原纠纷作为诉讼标的提起诉讼，

则行政调解的效力受阻且自动终止；若当事人未提起诉讼，异议期满后行政调解产生确定力。行政机关

作为公权力机关，其公信力能够成为促进双方平等协商的润滑剂，其权威性也会成为压制当事人自由意

愿的千斤顶。而异议期的设置能够充分当事人权利救济的可能性，视为对行政调解协议所具有的替代原

纠纷效力的确认程序，在异议期内向法院就原纠纷提起诉讼则表明当事人对行政调解的内容存在歧义。

反之，则意味着当事人对行政调解协议的认可，自然也就不得再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原纠

纷诉权丧失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一方面，当事人对原纠纷诉权的自动放弃。当事人主动参与纠纷治理体

现了其对消除、化解矛盾的期待，在遵循当事人对解纷程序自由选择以及充分其意识表示的情况下能够

合理的阻断其对原纠纷的再议权利；另一方面，基于当事人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循。在真实意愿下所为

的相对意识表示，当事人必然要及时按照约定的内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此外，为了严格督促当事人

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循，应当尽快地落实行政调解的确定力，明确异议期的期间。介于当事人 30 天内提

出司法确认程序的规定，其审查确认的结果能够直接引起强制执行的效果，而异议期的设置仅仅是赋予

其确定力，兼顾解纷时间成本的考虑，异议期应当小于 30 天。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支付令中赋予当事人

提出异议的期间——15 天，以此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4.2. 加强负担——强化行政调解的约束力 

作为矛盾纠纷的解纷方案，确定力的赋予能够实现定纷止争功效的基础，而约束力的明确能够督促

调解各方的及时履行。其约束力主要体现为：一方面，纠纷当事人应当充分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未充

分履行的一方要承受一定的履行负担，即在一方不充分履行协议时，直接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强制执行

申请的权利。这样的做法相对于以双方共同提出申请为前提的衔接程序提高了行政调解强制执行的可能

性，加强了当事人自觉履行的负担，强化行政调解对纠纷当事人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对行政机关履行

调解职能的约束力不仅停留在促进协议达成上，还应贯彻到纠纷实质性化解的全过程。对此，建议将行

政督促履行明确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监督制度，同时配套行政移送义务以强化责任的实

现，即纠纷当事人可以直接通过行政机关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的材料。这种移送的优势在于：其一，

能够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增强当事人对行政机关解纷效力的信任度；其二，公权力之间信息的互动与流

转是诉源治理背景下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必然要求，这种移送义务的要求能够提高组织间在矛盾纠纷化

解问题上的互动性与协同性；其三，强化行政机关的移送义务能够防止行政机关避重就轻，促使其对矛

盾化解的全程参与，提高其在治理中的地位与责任。在实践操作上，这种移送义务在我国台湾地区早就

有迹可循。对此，建议未来我国制定的《行政调解法》中能够引入这种移送义务以增强行政调解对行政

机关的约束效力。 

4.3. 介入司法审查——赋予行政调解强制执行力 

约束力的强化能够起到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的作用，但其效力的发挥尚且不能直接产生强制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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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还需要介入司法对强制执行申请的审查。在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后，人民法院就当事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不存在违反上述内

容的情况下，行政调解则产生强制执行的效力，无需法院再出具相应文书进行再次确认。倘若存在违背

上述规定的情形，法院则退回强制执行的申请材料。特别是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违规行为达到违背当事人

真实意愿的程度时，行政调解协议则自始无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转入立案程序

进行司法审理，同时还要向该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如果仅仅是程序上的轻微违法并不侵犯当事人意

愿则不必然导致退回的效果。这种情况下一旦退回，行政调解的灵活性容易受到限制，同时也会给违背

信用的当事人钻漏洞的可能性。而行政调解不直接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仍需配备司法审查的原因在于：其

一，行政调解的本质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当事人之间的个人意愿不能成为其被强制执行的豁免性

规定。司法作为最后一道救济手段，唯有救济权利充分的情况下才能用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执行效

力与个人意愿对抗；其二，唯有司法而不是公证或仲裁机构才能对行政调解强制效力进行认可。即使公

证或仲裁作为准司法而存在，但其权威性始终弱于行政机关，就目前制度发展的现状来看，行政调解与

公证、仲裁在制度衔接上与人民调解并不差别，这样的做法从权威性、专业性的角度弱化了行政调解的

作用，甚至还混淆了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区别；其三，司法作为审查机关能够促进行政与司法之间的

治理互动。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对于行政机关在调解过程存在的失范行为，法院可以及时提出司法建议，

这种司法建议既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还能提高行政机关在调解中规范性，进一步增强行政调解的治理

功效。 

5. 总结 

诉源治理作为新时代纠纷治理的新命题，是“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行政调解作为前端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无疑是实现诉源治理功效的重要支柱。

然而当下行政调解效力的规定尚且未明确其实现定纷止争的基础性效力以及实质性化解的保障性效力。

对此，以实现诉源治理功效为视角充分发挥行政调解的效力。以设置异议期的方式明确行政调解的确定

力；以赋予单方申请强制执行的方式加强履行协议的负担；以规定行政机关督促、移送义务的方式提高

履行职能的约束力；以司法审查的方式赋予行政调解强制执行效力，将当事人自由意愿的发挥作为审查

的重点内容，既实现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进行监督，同时又兼顾行政调解制度的灵活性。最终，以保障行

政调解制度效力充分发挥的方式实现新时代的治理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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